
台港澳掠影 
 
在日本拿到进入中国的签证后，我有意购买了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的往返旧金山和香港的

机票，途经台北转机，可以造访“中华民国”，也防备万一无法进入中国时，可以在台

港澳多考察几天。 
 
2010 年 11 月 15 日，我第一次踏上“中华民国”的管辖地。1989 年的天安门悲剧后，我

本来接到过李焕“行政院长”的邀请访台，但因为不愿签署“匪区进入自由区声明”一类

的东西，一直未能成行。“中华民国”至少在名义上还代表中国，但我这个出生于北京的

中国人却只能靠一张 USA passport 本本才能进入台湾。 
 
因为只有十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入境后我马上随

第一个遇到的大巴士赶到台北中心，首先到达

“国父纪念馆”，正好赶上 9 点的卫兵操练仪式

（插图），使我回忆起 1989 年在法国境内“圣

马力诺公国”见到的类似情景。这是当今人类学

实地考察的最好标本之一，见证人类社会制度的

开化程度。十几天后，我得以直接造访孙文先生

的出生地故居，进一步了解“国父”传说的起

源。 
 
台湾的人类学地理标志是“中正纪念堂”和

“中正广场”（现改为“自由广场”，两边

有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我很幸运地

赶上人类学实地考察中最重要的时刻：利用

此设施的仪式活动（插图）。“中华民国总

统”在陆海空军仪仗队的吹鼓下迎接洪都拉

斯总统来访。我在戏剧院的小摊上买了一瓶

啤酒，观察约一百多米外的马英九等部落首

领。周围的保安人员并不突出威严，围观的

人群也颇为自然。我知道，自己中学时练习

手榴弹投掷，只能扔 30 来米。 
 

我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形容白色的、颇有祭

天成分的“中正纪念堂”的含义，在去“总统

府”的路边遇到不起眼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

者纪念碑”（插图），正好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也注意到正在进行的选举广告，为台湾人能

够找到这样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政治结构感到幸

慰。我到达“总统府”时，还可以在一楼参

观，从本地人的解说中体会了“身为台湾人的

悲情”，比过去听到的“台湾独立”等狭隘宣

传入耳。我一下飞机，就注意到拼音的使用，

感到两岸在文化上的接近，经济上的融合也不用提，但政治上，已经获得基本自由民主人

权的台湾民众，如何能够理解、同情、支持大陆民众的感情和权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 29 日回美再次在台北转机时，只去了故宫博物院，遇到宋代文物（部分来自大陆）特

展。我在朱熹等思想家的手迹前停滞较久，想起斯宾诺萨对于犹太人同族“没有思想”、

“轻视哲学”的惋惜。中国的文人“正统”，都以“帝师”（借用王妙发学兄之语，实为

“行走”）为目的，喜欢在某种既有社会秩序之偏见下设计人的（非）权利，而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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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个人的自由天赋基础上组织社会，真是本末倒置。我两次在台北转机时，都是周

一，国立图书馆不开放。那里收存有我的《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等政治思想论集，

提供了人类组织形态的不同选择。 
 
27 日，我从珠海进入澳门，在妈祖阁体会较为

原始的民俗信仰（插图），这是我不太熟悉的

领域。这里与大陆城市明显不同之处是小摊上

的关于北京高层的政治报刊，我也遇到一组法

轮功人士的静坐，使拥挤而有序的澳门更像香

港的缩影，是中国式的市民社会的典范。这些

报刊很容易带入大陆，我在大陆也遇到几个友

人问起从港澳带回的《国家囚徒-赵紫阳》的真

实性。这一类刊物的真实性不是我们的关注，

我们争取的是民众能够阅读这一类刊物的自

由。 
 
我 28 日再次进入香港，立即联系好与长毛（梁国

雄）、林致良的会见（《十月评论》的电话号码又不

对，无法联系上）。1993 年我首次访问香港时，曾与

致良见面，这次重逢，格外热切。我们在尖嘴的码头

信步（插图），交流美国、香港和大陆的情况。他介

绍他所从事的社会工作越来越被边缘化，政府的相关

预算越来越少。他也在帮助编辑马克思网站 marx.org

的中文版，提到要收入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

派，如苏联 1921 年克朗斯塔得水兵起义的宣言等。我们都尊重每一个人选择不同的流

派、道路，只要是为了共同的改进人类社会的理想。 

 

我这次是第一次与长毛见面（插图）。我们在一个小面

馆讨论了不少深入的问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领

域内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议员（除了标志性切·格瓦拉衬衫

外，他还带着马克思像章），他的意识很现实：“权力

归人民！”，不同于我们的“解消一切权力”的安那祺

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理想。他特别批判在“五区公

投”中与之分手的司徒华，令我感到不安。我与华叔接

触不多，对于他高龄病体下不勇退、依然出任支联会主

席略感不适，但还是很敬重他 21 年来能够领导支联会坚持到今天。长毛提到民主党向北

京靠拢的原因是香港驻军（我在出租车上，经过了一栋有“八一”标志的建筑物），倒使

我思索良久。作为个人，我们都更崇尚幸德秋水那样的自由社会主义殉道者，而不是乔姆

斯基那样的论道师，只要是为普通民众的权利，牺牲自由也在所不惜。但事态并不那么悲

观。失去信仰的当代罗马帝国（中国）正需要思想和信念，而除了自由社会主义的明灯，

还有什么意识形态可以指导中国的社会转型？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自 1989 年天安门悲剧

以来已经很大程度上被蜕变了，但我们的（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理念，

比任何资本阶级的势力（包括“三个代表”诡论下的政党）更天然地符合包括广大士兵在

内的中国民众的利益，不必杞人忧天。我这次离开重庆 23 年后能够探亲访友，也见证了

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些许进步。长毛，你只要坚守住立法会的阵地，

准备好投入几年后要实施的特首普选，就离“权力归人民！”的理想进一步了。除了我

们，没有任何政治思想/理论/实践要解消世界上一切权力机器。 

 

[赵京，2010 年 12 月 4 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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